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7 

参考书目： 

菲利克斯·格罗斯，1998，《公民与国家》，北京：新华出版社。 

顾颉刚，1996，“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1858，“鸦片贸易史”，《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584-587 页。 

塞缪尔·亨廷顿，1999，《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王柯，2003，“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世纪中国》

2003 年 7 月 11 日。 

Gross, Feliks 1998, The Civic and the Tribal State: The State, Ethnicity, and the Multiethnic Stat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论  文】 

边疆、民族与国家： 
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1

 

 
黄达远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以下简称拉铁摩尔）是美国中国边疆问题

研究的著名学者，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22 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奖金，后周游新疆、

内蒙和东北各地，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亚洲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亚洲》等诸多著作。

30 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还曾访问过延安，1938 年起执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41 年

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50 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致使其研究一段时间

内被湮没无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度被学术界遗忘的拉铁摩尔重新被认知，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

国学者都给他以极高的赞誉，“以前在美国，对中国人和内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其他人更

为重要的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他因为强调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是古代欧亚文化的实际

决定力量而广为人知。”2 他的理论激发了一批学者，如 Thomas. J. Barfield、Nicola Di Cosmo、

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均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此外，美国的“新清史”

研究也深受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的影响。在构建中国疆域理论中，不能忽视拉铁摩尔的

中国边疆理论，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中国史中的“游牧社会”：拉铁摩尔边疆理论的形成及影响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为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发行出版《中国简明史》一书中，著作者拉铁摩尔

夫妇简明扼要的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

                                                        
1 本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4 期。 
 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研究。 
2 [美]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

社，2000 年，第 199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629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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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状况”。
1
这种“夷夏互动”的视角显示出他与同时期的汉学家们目光相异的研究旨趣。这种

研究视角的形成与拉铁摩尔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拉铁摩尔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

并未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向传统的汉学学者一样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拉铁摩尔高中毕业后，

在中国天津谋得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深入到天津的经济腹地蒙古地区考察，1925 年，拉铁摩

尔前往归化城旅行，归化城当时是一个陆路商埠，这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况，除了来自天津外

埠的商品交易外，还有来自草原地区的商品和内地的商品集散，这里还保持着浓厚的中世纪贸易

方式。被一般西方人眼里被视为与现代文明极富落差的草原商路和骆驼商队，在拉铁摩尔眼中却

充满了魅力，异样的中世纪风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此后，他常年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

习蒙古语，与商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围在篝火旁听他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拉铁

摩尔将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拉铁

摩尔也有机会进入学院中补充理论知识，整理资料，包括在哈佛大学进行了 8个月的人类学训练。

总之，他经历多年在蒙古草地的艰难穿行，逐步使他开始认识到游牧文明在中国史结构中的重要

性，也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书斋中难以形成的深刻洞察力。拉铁摩尔曾经在抗战时期当过

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并访问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过，并在 1972 年应邀

再次访问蒙古和新疆。
2
拉铁摩尔将书斋外的田野知识与学院知识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中国边疆

史研究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道路。 

重视牧业社会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恢复牧业社会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拉铁摩

尔的中国边疆理论一个重要特色，他强调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

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3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对于

传统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影响中国历史发生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定位，他指出，

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

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带，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
4
将

观察中国的视野扩展将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绿洲，拉铁摩尔努力尝试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内陆

亚洲广阔这一宏大的场景中展开，阐发出游牧民族与汉地居民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二是拉

铁摩尔以局外人和中立者的身份，以华夷平等的观念，使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处于同等的历史话

语中进行考察。如他指出，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

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5 这种观念与中国当时“趋新”（民族国家）

的历史观念正好相左，“中国从近代以前，政治上关系密切的，都是小国，或游牧部落，其文化

程度，远出我下，文化足以裨益我们的，只有一个印度，却政治上没有关系。所以从有史以来，

从没因和外人交通而发生关涉全体的大变化，到近世便不然了。”6 如 20 世纪前半叶出版的《中

国境界变迁大势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疆域沿革略》虽然开启了中国疆域研究的先河，

但还是有重视农耕文明忽略游牧文明的倾向。此外，与历史学家积极将中国史纳入民族国家史的

态度不同，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

国家”。7 拉铁摩尔并没有局限风行一时的“民族国家史”构建中，反其道行之，将观察中国的

视角放在历史的内部，反而将“落后的游牧社会”放置到中国历史关键因素予以考察，赋予“边

疆”以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交织的双重历史维度，使中国史的叙述改变了“华夏中心观”为主的

单一结构，他认为边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无疑是对传统“华夏中心观”为中心

的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改变了单向度讨论中国历史的思维。研读过拉铁摩尔著作的姚大力教

                                                        
1  [美]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中国简明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 20 页。. 
2  [美]拉铁摩尔：《美国的拉铁摩尔教授：西域和蒙古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参考消息》，1973 年 2 月 4

日—2 月 5 日。 
3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94 页。 
4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5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0 页。 
6 叶维善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1913 年，第 141 页。 
7 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 年版，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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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

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

或‘融合’的过程。”1 

拉铁摩尔将“边疆”置于中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开创性的影响，越来越来得到西方学术界

的认可。在巴菲尔德（T. 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巴菲尔德（T. Barfield）的《骚

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中，作者认为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

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

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

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

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

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2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名噪一时，其观点也深受拉铁摩

尔影响，作者认为游牧不一定就落后于农耕，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间不只是存在着对抗的关系，

也有长时间的和平。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3 台湾学者王明柯成果反映

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

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此外，拉铁摩尔的理论还深刻影响到了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之一

就是强调清朝的特点在于它运用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区分对非汉地区和以前明朝

省份地区统治的能力，这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
4
按照“新清史”的话语来说，“就是走向以清

为中心的清史”。
5
 “新清史”的研究者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

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涉及清代‘民

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
6
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对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之深远。 

毋庸置疑，“新清史”研究的兴起，对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理论视角，特别是重视满

文档案的发掘和使用，改变以往研究过度依赖汉文史料的问题，这对深化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

义，其成果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清史”一方面继承了拉铁摩尔重视

游牧社会的传统，解决了以往清史研究只见“华夏”不见“狄夷”的问题，而且通过注重挖掘和

利用满文档案和史料，得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新清史”似乎也有过度解读

游牧社会重要性的倾向，在“新清史”的叙事中，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形成并立的“二元结构”，

从而消解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刘凤云指出，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

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

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7“新清史”研究者重视游牧社会本是继承和发展

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但是，他们潜在表达的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二元结构的观点是不可取

的。在他们笔下，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表现出一种竞争紧张关系，却忽视了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

                                                        
1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 年 5 月 7 日。 
2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 年，第 4 期。 
3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见译者序，第 4 页。 
4 参见 Evelyn S.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4 (Nov. 1996): 831. 
5 James P.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本文根据贾建飞译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译文新编》（内部印行），

第九辑，2006 年，第 17 页。 
6 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19 日。 
7 刘凤云：《“新清史”研究：在新的高度回归“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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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另一面，没有完整表达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精髓和原意。 

 
二、拉铁摩尔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下的“中国观” 

 

从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历史的叙述模式中，拉铁摩尔得出自己富有新意的认识。拉铁摩尔关于

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他认识到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互

补共生关系。拉铁摩尔并未简单关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将视野放大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

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这一地带如何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源头。这一过渡地带的发现，起源于

他对长城的认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没有

被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拘束，没有将“中国”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作为民族国

家的“边界线”来处理，而是视为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长城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

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

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路线，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

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

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1拉铁摩尔把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

窗，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

规律。2 

美国学者贾宁在研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后认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重要贡献在于边疆社会

与内地社会的“共生关系”的发现。“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长城地带”的发现。历史上

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生活在这个边

疆地带中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他们既濡染长城内汉文化，

又濡染长城外游牧文化。他们是帮助非汉族统治朝代获得生机、巩固跨长城统治的主导力量。在

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获得于跨文明的统治方式，即不固守农业或

游牧文明的单一方式，而把两者相结合。因而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国家关系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游

牧民族在长城内建立政权后，汉族又恢复自己的统治。3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拉铁摩尔理论的核心，

开拓了我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不只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的互补关

系，还有一种“共生关系”。 

拉铁摩尔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一种混合性的力量，它既非来自内地汉族社会、也

非游牧民族，而是二者混合融合的力量，这就是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

称为“贮存地”。一方面，当北方游牧力量进入中原甚至在当地建立起政权时，仍然会有很大一

部分游牧力量留在北部邻近的长城地区，这既避免了他们受到来自更北方的部落袭击，又为其有

效统治中原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位于南部的中原力量也力图控制这一“贮

存地”，从而有效控制北部的游牧力量。“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

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

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的，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

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

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

伸入中国及草原。”4 美国学者 Pamela K. Crossley 成功的发挥了这一理论。她指出，自秦汉以降，

长城内外各政治势力就处于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能动相互作用之中。中华帝国传统不断完善的

过程与氏族政治传统不断的成熟同步并进，唐朝就显示出两种传统相结合的趋势。清代前期的皇

帝把两种传统的结合推向高峰，他们既是中国的至上贤君和至尊天子，又通过八旗制度在游牧民

                                                        
1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38 页。 
2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87 页。 
3 [美]贾宁：《美国史学界关于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清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4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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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保持“汗”的形象。以乾隆帝为代表，这种普天共识的无上皇权是清朝跨长城而治的根基1。 

 正如前文指出，拉铁摩尔长城边缘地带给中国疆域观新的积极意义，他与同时代的美国汉学

家费正清、施坚雅观察“中国”的视角大相径庭，自成一体。费正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

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

邻近的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如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日本也短期属于这个汉字圈。第二个

是内亚圈，由内陆亚洲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相异于中

国，而且处于中国的文化区以外或边缘，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隔、远隔

重洋的“外夷”组成，如东南亚、日本以及欧洲等。
2
 费正清逐步廓清了“中国的世界秩序”，

他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反。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在基督教文化区内，

这些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念，欧

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上是由真命天子统

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

中且令人畏惧的权力。
3 费正清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内亚圈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和平行的关

系。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从“地理中心论”解释中国，认为在中华帝国的空间结构中，

可以区分两种等级体系，一种是帝国官僚为了区域行政而设置并调整的区系，它反映的是“官方

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处于行政地位格局的衙门和品官的世界，是“主流”文化的世界。另一种

是由经济交换而成长起来的区系，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是非正式的制度以及隐蔽的世

界。他所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认为中国实际上是由几个大区形成的，各有其特点。“中国”

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

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施坚雅研究的“中华帝国”

只不过是长城以内的“农业中国”，没有将长城以外纳入其研究视野，其局限性可见一斑。 

    纵观三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观”，只有拉铁摩尔开辟了一个从中国内部多元文化主

义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思想取向，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

“大中国”的概念。汪晖评论说，“这一中国和内亚洲叙述中的长城中心论不仅超越了以农业为

主的黄河中心的历史叙事和以城市、贸易和农业经济为主的运河或江南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也

超越了以政治制度和国家边界为框架的历史视野。”4其眼界不仅远远超过施坚雅以长城内以农业

文明叙述的“小中国”，拉铁摩尔而且也极大纠正了费正清的“汉字圈”文明中心论，在费正清

的眼中，仍然将“狄夷”视为中国的外圈。而拉铁摩尔的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竞争、共生、统一

的历史关系是对中国统一性非常深刻和完整的阐释，从大历史观出发，农耕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

地区，属于“小中国”，而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动中发展形成的农耕-游牧文化丛，则属于“大

中国”。拉铁摩尔偏重于“大中国”的叙述，可以说为中国“统一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

而“新清史”研究者过于强调游牧社会的重要性突出竞争与对抗关系，而割裂了内地农业社会和

游牧社会的统一性，无疑是从过去片面重视农业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观点上。 

    拉铁摩尔通过恢复游牧社会历史主体性的面貌，从而将游牧社会与内地汉人社会历史统一起

来思考的“大中国”历史观，构建了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大中国”的统一性叙述，摆脱了施坚雅

“中华帝国”仅仅局限于长城以内的狭隘“中国”，也摆脱了费正清“民族国家”背景下思考中

国模式的“冲击——回应理论”。拉铁摩尔开启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也必将给中国疆域理

论以重大影响。 

                                                        
1 [美]贾宁：《美国史学界关于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清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2 [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 页。 
3 [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8 页。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三联书店，2004 年，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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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中国除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疆”外，其实还存在不同民族心目中的

“边疆”。如信仰、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众多“边疆”，这些“边疆”往往要根据特定的信仰、

语言和文化的众数中心而被认知。例如，在中国，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北京和上海

来说，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等地区是边疆，但对于说蒙古语、行蒙古俗的蒙古族来说，那些非

蒙古族地区是他们的“边疆”；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种族”边界、语言边界和文化边界原本就

不一致。1 民族国家的“边疆”不能完全取代文化边疆、“民族”边疆。其实，少数民族也有自

己的“中心”和“边疆”观，将他们“边疆化”实际上是对其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误读。 

 
三、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的几点思考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蕴含一个重要的命题，

正如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

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

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2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变边疆

为边界，倡导中华民族意识，完成“中国人”认同，成为近代中国学术重点探讨的领域之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孝通先生晚年通过对中国民族史的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一个重

要理论，他在 1989 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文中曾特别指出，“汉族的形成

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3
 1991 年

9 月，费孝通先生以 81 岁的高龄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理论又有所思考：“事实表明我们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兄弟民族，是一家，有一个大的共

同的认同：大家都属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我称之为‘多元一体’。”4他进一步指出：

“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

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

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

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
5
。可见，费先生把“中

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已经扩大到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马戎教授指出，就如何理解“中华民族”

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先生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突破。
6
   

    与费先生的理论有所相似的是，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拉铁摩尔已经提出中国统一性的力量

来自于农业社会和牧业社会的交错地带的混合势力。虽然 Thomas. J. Barfield、Nicola Di Cosmo

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议。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核心，“贮存地”也可能是汉人为主体，也可能是游牧民族为主体，但是只有兼具两种文化特色

的势力才可能深入草原或者内地。在拉铁摩尔眼中，边疆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变化过程，边疆

地带——“贮藏地”不断在汉人和游牧族群之间动态转移，期间既有凝聚也有分解。借用马戎教

授一段评论最为恰当。“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

                                                        
1 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的人类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2 [美]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喆、孙慧敏译，《新史学》

十一卷三期，173 页，台北，2000。转引自葛兆光：《关于重建中国历史的叙述：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

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 年 8 月号。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第 5 页。 
4 潘乃谷：《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 
5 潘乃谷：《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 
6 马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中国民族报》2009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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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

这段话包含了历史动态观点，包含了‘凝聚’和‘分解’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
1
这在拉铁摩尔的边疆观念中有着充分体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民族”

观念风行背景下，他突破了当时族群以血缘划分“我者”与“我者”边界的藩篱，指出了游牧民

族和汉族之间存在“同族同源”的祖先，只是因生产环境的变化从而“分道扬镳”，形成牧业社

会和农业社会。如果汉人深入边疆也会变成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深入内地也会变成汉人。许倬云

先生指出，自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

为边陲。2 在这一历史书写过程中，进入边陲的汉人也被边缘化和“他者”化了。拉铁摩尔不仅

部分恢复了“他者”的主体性历史，而且也阐释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血脉联系。1939

年 2 月 9 日，昆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由此，一

场围绕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学术辩论在众多学者中展开。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

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

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3拉铁摩尔的理论本应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华民族”的讨论不无启

发意义，遗憾的是当时注意者甚少。4 实际上，今天阅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理论”的讨论仍不失其重要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具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指出“中国” 

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空间、文化、语言复杂的特殊叠合体，其边界时常

并不吻合。通过对边疆的研究，拉铁摩尔对中国这种具有东方特点的国家性质的提出了自己的解

释，实际上也是对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的用“民族国家”知识立场解释中国赋予了一种反

思性。另一方面，他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共同体，它内部存在着竞争、共生与融合的一个多层

级“复线”的历史发展过程，游牧社会与内地社会即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割裂的整体，同时也各有

自己的历史表述，从而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研究。而这一点是当前“边疆”研究中最

需要重视的问题，即要把国家的“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区别开来，认识到边疆开发中不可

忽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同时，“共生互补”关系的提出对于丰富了中国民族关系理

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当然，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观察，并没有完全脱

离西方观念的影响，如将汉人进入边疆，称之为“殖民”。同时，他对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变

迁过于强调内陆边疆因素（实际是“北”边疆），他分析的边疆有多种形态，草原、山地与绿洲，

对其复杂性、多样性给予了重视。但是，他对于内地社会的分析相对于边疆则明显逊色，对内地

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和认识不够，而这一方面施坚雅的贡献相对突出。此外，他的边疆叙述也并不

完整，除了“北”边疆外，内地社会还存在一个“南”边疆。内地农业社会还同时还面临两个边

疆的碰撞与交融。同时，边疆的经济形态是拉铁摩尔着力较多的地方，而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

会的文化思想研究则触及不多，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度。拉铁摩尔的研究还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论

色彩，有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服务的色彩，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开创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

力，正如张承志赞其著作为“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5 在姚大力先生看来，“经典的力量

常常会惊人地持久。拉铁摩尔在数十年前写下的不少简明扼要而充满悟性的见解，至今仍是激励

                                                        
1 马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中国民族报》2009 年 2 月 6 日。 
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 页。 
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昆明《益世报》，1939 年 2 月 9 日副刊。 
4 据笔者所查，当时只有 194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安宅先生撰写的《边疆社会工作》，第一章《何谓边疆》中

引用了拉铁摩尔的观点。 
5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张承志自选集·秘境》，花城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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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从事创造性思考时的智慧泉眼。”1 这些评论毫不为过。 

【论  文】 

清代新疆的民族教育与政府反思2 

 

朱玉麒3 

 

一、清代新疆学校教育的发展 

 

清代对西域的经营，到乾隆平定天山南北之后才有效展开。其时一应行政管理，均参酌内地

而有所变通；在直到民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也经历了不断变更的过程。 

最初的学校教育，主要在由陕甘总督管辖下的乌鲁木齐都统所节制的东疆地区有所建制。开

始的官办学校，是提供驻扎兵丁的子弟学习文化的书院，乾隆三十四年（1769）建立了与内地相

同的科举学额以后，各处兵屯之地也开始有了乡塾、义学
4
。但是据《西域图志·学校志》的记

载，属于今新疆境内的府州县的官学，直到乾隆四十四年，也仅有 7 所
5
，因之而设立的义塾自

然也不会太多。纪昀（1724-1905）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曾描写乾隆年间乌鲁木齐城的学校“芹

香新染子衿青，处处多开问字亭”，以及《西域图志》标榜的边地“科第蔚起”现象
6
，实在只是

一种地域不广、人数有限的场景而已。同时，这一教育的普及性，也仅在满汉等驻营官兵和汉族

民众中实行。 

在更为广大的天山南北地区，由于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当地民众的教育，基本处于自

发状态，而没有得到政府的关注。即使到了嘉庆八年（1803），时任伊犁将军的松筠奏请在伊犁

军府中设立学额时，也遭到嘉庆皇帝的拒绝和申斥：“伊犁地处边陲，毗连外域，非乌鲁木齐建

立府厅州县，设有学额者可比，自应以武备边防为重，若令专习汉文，必至艺勇生疏，风气日趋

于弱……松筠系该处将军，尤应留意边防，整饬武备，何不晓事体若此，著传旨申饬。”
7
一直

到清代中期，新疆地区的最高管理层与当地民族之间，仍然处于文教不通的状态
8
。 

我们在履新的内地文士歌咏中，经常看到他们对新疆其他民族文化学习的关注。如萧雄《听

园西疆杂述诗·风化》描写维吾尔族儿童学习宗教知识情境：“自来风化亦崇文，齐趁髫年细讨

论。手捧一枝新削简，树阴深处拜阿浑。”其下长篇的自注描述了当时南疆维吾尔族的教育状况： 

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肄习之。传教者曰阿浑，师傅之谓也。其人不

受官职，通经讲礼，立品端方。不饮酒，不吸烟，恪守遗规，期为表率。常劝人行善事，学

                                                        
1 姚大力：《中国史结构中的蒙古与藏地》，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论文，中国藏学网，
http://www.tibetology.ac.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38 

2 本文为作者在 19th Annual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USA, 2012 年 3 月

3 日）会议上的发言。 
3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4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芹香新染）自注：“迪化、宁边、景化、阜康四城，旧置书院四处。自建设学额以来，

各屯多开乡塾，营伍亦建义学二处，教兵丁之子弟。弦诵相闻，俨然中土。”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一

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601 页。 
5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六“学校”，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485-487 页。 
6 《西域图志校注》卷三六“学校”，“乾隆丁酉（四十二年，1777）秋闱，早有以迪化州通籍，歌《鹿鸣》而来

者。” 
7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一○八“嘉庆八年二月丁巳”条。 
8 虽然没有学额，在驻扎八旗和绿营集中伊犁地区，乾隆和嘉庆年间，也先后设立了义学、俄罗斯学，并受到松

筠等官府人士的支持。参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七“敩学”，嘉庆十六年（1811）程序本，19A-21A. 


